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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学科文化是学科产生、发展过程中逐渐凝结形成的规范原则和价值信念,也是学科建设的根基、灵魂

和精神内涵. 本文以兰州大学“地貌学”课程的视角,简要回顾了十九世纪现代地质学、地理学与地貌学的创建

和发展历史,对学科奠基人和带头人之间的传承谱系进行了梳理,并阐述了二十世纪早期美国戴维斯学派和德

国李希霍芬学派对我国“地貌学”的启蒙和发展. 受数量化、系统论和信息技术的影响,二十世纪下半叶“地貌

学”的研究范式也发生了从演化到过程的转向. 以学科发展为主线,探讨了学界始终关注的科学问题和规范原

则,以期为新时代背景下的学科建设和课程建设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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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Discip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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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paper
 

briefly
 

revi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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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tory
 

of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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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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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ern
 

geology,geography
 

and
 

geomorphology
 

in
 

the
 

19th
 

century,so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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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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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ghtenment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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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omorphology
 

in
 

China
 

by
 

the
 

American
 

Dav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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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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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r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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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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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ntu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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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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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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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curricul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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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new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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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文明形成以来社会文化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便是人类生活中的基本事实,也是地理学自立的基

石[1] . 作为地理环境的基本要素之一,地貌的知识体系从古至今就是人类地理认知范畴的重要内容[2 3] .
由于十八世纪以前古典地理学多为功利主义百科全书式的资料汇编,学者们工作的重点主要放在针对地

表的区域划分和系统描述其独特的内容上,而缺少对区域分布的系统介绍以及学科存在的一般原理[4] ;
地质学更是没能在人类研究的范畴里得到普遍承认的名称和地位[5] . 那时的学科属于一种前范式科

学[6] ,由大量不能相互比较、未经消化的事实以及分散的观察、互不相干的知识碎片构成. 十八世纪的自

然哲学即今天的自然科学仍是一门探讨形而上学、逻辑学、道德哲学的学问. 随着后来科学———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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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转化方式的出现,新的科学问题不断涌现,对生产力革命性的推动作用也充分表现出来,科学活动逐

渐从个别科学家的兴趣转变成学院式团体的研究,“现代地质学”、“地理学”以及作为两者之间交叉学科

的“地貌学”由此应运而生[4 5,7] ,逐渐演变成拥有特殊的技术手段与方法论的独立学科. 因此,“地貌学”
是一门既古老又年轻的科学.

温古知今是学术文化传承和发展的主要方式,本文以兰大“地貌学”课程的视角对学科的发展历史作

一简要回顾,浅析“现代地质学”、“地理学”及“地貌学”主要奠基人之间的学术传承谱系,介绍二十世纪

早期美国戴维斯学派及德国李希霍芬学派对我国地貌学界的影响,以及二十世纪后半叶在计量革命影响

下地貌学研究范式的转变,以期为新时代背景下地貌学的学科建设和课程建设服务.

1　 “现代地质学”、“地理学”与“地貌学”的肇始

1. 1　 现代地质学的开端

一门学科成熟的标志是可以通过培训学生使其成为专家并以此得到谋生的职业,杰弗里·马丁[8] 认

为这需要满足 3 个条件,即有一套被学界接受的概念或者行业范式,社会上出现社团、协会、杂志以及提供

概念和方法训练的大学专业教育,同时获得专业学位的学生可以获得有报酬的工作. 鉴于此,“现代地质

学”与“地理学”作为一门成熟学科的出现都发生在十九世纪.
十八世纪下半叶,为了采矿区提供技术人才,东欧建立了一些采矿专业的学校,虽然这些学校更像技

术院校而不是大学,它们是世界上首批能提供与实用地质学类似的正规训练的机构. 来自矿工的知识和采

矿工程的活动是地质学萌生的基础,当人们意识到地球是有历史的,可以通过对地壳的岩石和化石的研究

来解读地球历史的时候,“地质学”就作为一门科学出现了[9] . 尤其是 1750—1820 年,水成论与火成论、灾
变论与均变论之间的论战旷日持久、英雄辈出[5] ,成为“现代地质学”诞生的主要理论源泉,代表人物有德

国的维尔纳、法国的居维叶,以及英国的赫顿和莱伊尔等人(图 1).
亚伯拉罕·维尔纳(Abraham

 

Gottlob
 

Werner,1749—1817)有着从事采矿业、冶金业的家庭背景,他本

人就在萨克森的弗赖堡矿业学院就学,又到莱比锡学习法律. 此后,他在弗赖堡执教度过余生. 凌驾于高山

之巅一个原始的全球性大洋理论构成了维尔纳学说的基础,他将不同类型的岩石看作是这一假设大洋的

化学沉淀物,迎合圣经中的大洪水所以被称为“水成派”. 其超强的秩序化和条理性激发了他的弟子们献

身研究,对当时科学进步产生了永久性影响. 19 世纪初期诸多地质界的重要人物都接受过维尔纳的初期

训练,由于他们的忠诚奉献,维尔纳被看作是地质科学的创始人[5] . 其时,法国科学家乔治·居维叶男爵

(Baron
 

Georges
 

Cuvier,1769—1832)通过对化石的研究,认为一些脊椎动物是在地表剧变过程中全部消亡

的;地球历史存在多次这种突如其来的大灾变. 由此在宗教神学和地质学之间架起了桥梁,进而成为灾变

论的代表人物[5] .
英国学者詹姆斯·赫顿(James

 

Hutton,1726—l797)认识到地质过程的长期性“即看不到开始的痕迹,
也没有结束的前景”,建立了深时的概念;引入现实主义原则从而将地质学从神学的禁锢中解放出来;通
过拼合联接分散的事实形成了一套确切的地质理论,逐渐成为“火成论” “均变论”的领袖人物. 但赫顿的

写作风格遮蔽了思想的精髓,未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5] . 1802 年,普莱费尔(John
 

Playfair,1748—1819)出

版的《赫顿地球理论的说明》,对赫顿的理论进行了精确解读,使深时、均变论、渐变论、现实主义等概念成

为现代地质学的基石. 同时,普莱费尔完善表达了河流侵蚀的概念[7] ,认为漫长的地球历史足以满足河流

通过缓慢侵蚀形成自己的河谷,即普莱费尔法则[10] ,成为河成说的理论基础. 侵蚀也由此成为重要的地质

因子,为自然景观的演化提供了一个新的概念,即地表景观不再被视为原始的特征或在特定时间内单一营

力作用的产物,所有的地貌都是暂时的,与它们的年龄、作用力和原始构造有关[11] . 同年,让·巴蒂斯特·
拉马克(Jean-Baptiste

 

Lamarck,1744—1829)在《水圈》中也表达了相似的概念,即流水在平原上侵蚀出一

道道峡谷,这些峡谷经过拓宽之后,便形成一条条河谷;河流之间的空地被侵蚀成一座座山脊. 假如陆地表

面最初是广阔的平原,经过一段时间之后,由于河流的侵蚀作用使它失去原有的面貌,最终变成现在非常

熟悉的横贯的山脉. 拉马克认为不是所有的山地都是由火山作用或局部灾变形成的,有些是从平原上裁切

出来的,山峰除了因普遍的陵夷作用而降低高度外,还代表了原始平原的残余[5] . 此中,看到了戴维斯地

理循环的雏形. “地貌学”作为一门科学就此产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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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现代地质学的主要奠基人
Fig. 1　 The

 

principal
 

founder
 

of
 

modern
 

geology

其后,查尔斯·莱伊尔(Charles
 

Lyell,1797—1875)接受并详尽阐述了赫顿理论,同时用广博的资料以

支持将今论古的学说. 《地质学原理》对地质学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成为地质学家必备的指导手册,与
《物种起源》被后世并称为进化论思想的两座高峰. “地质学”从此崛起为一门系统的科学知识.
1. 2　 现代地理学的开端

从 1765 年起,德国哲学家伊马努埃尔·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率先在柯尼斯堡大学讲授

自然地理学,他将地理学与历史学并列,认为历史学是关于时间的科学,地理学是关于空间的学科,是对空

间中发生事件的描述[12] ,从而奠定了地理学的哲学基础. 这一观点被近代地理学的两大先驱亚历山大·
冯·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1769—1859) 和卡尔·李特尔( Carl
 

Ritter,1779—1859) (图 2) 传承

下来.
作为维尔纳的学生,洪堡远远地走到了时代和资料的前面,对诸多领域都有丰硕的贡献,影响了无数

的思想家、艺术家和科学家[13] ,更被奉为自然地理学和植被地理学的奠基人[4] . 但就确立地理学的科学地

位方面,李特尔的作用更为具体. 从 1820 年至逝世,他被聘为柏林王家军事学院的地理学教授. 李特尔认

为地理学是一门经验科学,而不是根据从理性原则或先验理论推论的科学;其研究对象是布满了人的地表

空间,把地理单元作为空间概念进行研究是地理学的主要目的;地理学的任务是“摆脱单纯描述而去探求

被描述事件的规律;不是说明单纯的事实和数字,而是要说明地方与地方的联系,以及把地表的局部和一

般现象结合在一起的规律. ”地理学的中心原理是自然的一切现象和形态对人类的关系. 他的学生众多,
对地理学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进作用,知名学者如阿诺德·盖奥特(Arnold

 

Henry
 

Guyot,1807—1884)、
艾里塞·雷克吕( Élisée

 

Reclus,1830—1905)、费迪南·冯·李希霍芬( Ferdinand
 

von
 

Richthofen,1833—
1905)等[4] .

十九世纪初,一些地理学会的建立也成为地理学早期发展阶段的显著标志,如 1821 年在巴黎成立了

第一个地理学会,1828 年在柏林成立了德国地理学会,1830 年在伦敦成立了皇家地理学会. 这些新成立的

学会除了为这门新出现的学科联合多方力量外,还为出版刊物开辟了一条通道,从而各自形成了一种重要

的学术期刊. 直到 1874 年,普鲁士政府决定在所有国立大学里设立地理学讲座,这些教授就是德国第一代

大学地理学家,领袖人物便是李希霍芬和弗里德里希·拉采尔(Friedrich
 

Ratzel,1844—1904) [4] .

图 2　 德国现代地理学的主要奠基人
Fig. 2　 The

 

principal
 

founder
 

of
 

modern
 

German
 

geography

1868—1872 年,李希霍芬曾对中国进行过广泛的考察活动,为中国地理学的发展做了大量开创性工

作. 回国后,很快成为地理学会的领导人. 1883—1886 年,在莱比锡大学任地理学教授,致力于发展一门体

系明确的地理学. 1886 年,出版了《研究旅行指南》,第一次明确了地貌分类、观测和分析过程的规范[14] ,
因此被誉为“地貌学之父” [15] . 同年,李希霍芬回到柏林主持新设的自然地理讲座,拉采尔到莱比锡接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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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他的职位,后者对地理学尤其人文地理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在柏林,李希霍芬培养出众多德国第

二代地理学家,如阿尔夫雷德·赫特纳( Alfred
 

Hettner,1859—1941)、埃里希·冯·德里加尔斯基( Erich
 

von
 

Drygalski,1865—1949)、西格弗里德·帕萨格(Siegfried
 

Passarge,1866—1958)等[4] .
1. 3　 现代地貌学的开端

作为一门系统的学科,“现代地貌学”的建立与发展主要是在十九世纪后半叶北美完成的,尤其是参

与美国西部探险和考察的鲍威尔( John
 

Wesley
 

Powell,1834—1902)、吉尔伯特( Grove
 

Karl
 

Gilbert,1843—
1918)、达顿(Clarence

 

Edward
 

Dutton,1841—1912)、戴维斯( William
 

Morris
 

Davis,1850—1934)等人,他们

因提出地貌发育及其随时间变化的思想而载誉学界[9] .
其时,作为居维叶最杰出的学生—阿加西(Jean

 

Louis
 

R.
 

Agassiz,1807—1873)舍弃鱼化石的研究,开
创了“古冰川学”研究的先河,成为“地貌学”及“第四纪地质学”研究的先驱. 1846 年,阿加西获得哈佛大

学的教授职位,对美国地质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如张伯伦( Thomas
 

Chrowder
 

Chamberlin,1843—
1928)等人以四期“冰碛物”为基础,发现了内布拉斯加冰期、堪萨斯冰期、伊利诺伊冰期和威斯康星冰期

北美四次大冰期的证据[9] . 德国第二代地理学家的领袖人物是阿尔布雷希特·彭克( Albrecht
 

Penck,
1858—1945),将阿尔卑斯山第四纪冰川的时代划分为 3 个间冰期和 4 个冰期即贡兹、民德、里斯和武木,
成为第四纪地质学的基础和全球对比研究的范式. 另外,彭克 1894 年发表的《地表形态学》是研究地表形

态著作中最先出版的,其分类系统的基础重在形态[4] .
戴维斯是阿加西的再传弟子(图 3),他从导师谢勒(Nathaniel

 

Southgate
 

Shaler,1841-1906)那里学到了

3 个独特的思维习惯,即细心进行野外观察并将其作为逻辑和客观的论据,把人和人的工作当作地理景观

的一部分,以及在解释地球表面各种特征时,其变化的过程非常重要[9] . 戴维斯将当时有关地貌发育的诸

多概念如鲍威尔的“侵蚀基准面”、吉尔伯特的“均夷”、达顿的“大剥蚀”、张伯伦的“青年期” “老年期”地

形等进行了综合,借用了达尔文的进化论,成功地创建了地貌学的第一范式———地理循环学说[16 17] . 虽然

德国学派曾对该理论进行过批判,如他们认为戴维斯用不同的年龄说明地貌的差别,并轻率地假定陆地的

夷平作用,使健全的地学研究工作的通例被完全丢弃,忘记了假定就是假定,其结果是灾难性的[12,18] . 但
是,侵蚀循环理论的综合性、简洁性给了人们一把理解地貌因果关系的钥匙,为戴维斯带来了大量的支持

者[16,19] . 地貌学也因此有了基本的理论、清晰的研究目标和方法,迅速从“地质学”、“地理学”脱离出来成

为一门真正独立的学科.
虽然戴维斯偏身于地质学,但他促成了地理学在美国的发展;同时,提倡自然地理学和人文地理学之

间的平衡,培养了一批以罗伯特·华德( Robert
 

DeCourcy
 

Ward,1867—1931)、赫伯特·格雷戈里( Herbert
 

Ernest
 

Gregory,1869—1952)、埃尔斯沃思·亨廷顿(Ellsworth
 

Huntington,1876—1947)、道格拉斯·约翰逊

(Douglas
 

Wilson
 

Johnson,1878—
 

944)、赛亚·鲍曼(Isaiah
 

Bowman,1878—1950)为代表的地貌学家、气象

学家和人文地理学家. 这个强大的学生群体成功推动了美国现代地理学的建立和发展. 因此,戴维斯也常

常被誉为“美国地理学之父” [20] .

2　 中国现代地质学、地理学与地貌学的建立

十九世纪的西学东渐影响了中国近代的文化转型,为地质学和地理学在我国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1901
年全国各地试办的新式学堂将地质学、矿物学、测量学等列为学科专业,这标志着近代地质学科在我国地

质教育中基础学科的出现和形成. 1909 年,京师大学堂(今北京大学)在格致科创办地质学是中国高等地

质教育的发端. 1912 年,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实业部矿务司设立地质科,科长由毕业于日本东京帝国大

学(今东京大学)地质学科的章鸿钊(1877—1951)担任;次年,地质科改为地质调查所,英国格拉斯哥大学

毕业归来的丁文江(1887—1936)出任所长,这是中国建立最早、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地质机构,为中国

培养了第一批地质学人才,如谢家荣、王竹泉、叶良辅、李捷等. 1922 年,中国地质学会成立,会长为章鸿

钊. 1928 年,中央研究院创建地质研究所,所长由毕业于英国伯明翰大学的李四光(1889—1971)担任. 这
些地质调查和科学研究机构、人才培养和学术共同体成为学科发展的主要支撑条件[21] .

中国近代地理学的先驱是张相文先生(1866—1933),1909 年在天津成立了中国地学会;次年,《地学

杂志》的创办标志着舆地之学向现代地理学发展的开端. 但张先生的根柢是古典教育,对学科新的趋向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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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戴维斯上承下传的学术谱系

Fig. 3　 Davis􀆳s
 

academic
 

pedigree

以把握. 1921 年,我国近代地理学的奠基人竺可桢先生(1890—1974)在东南大学(前身为南京高等师范学

校)创建地学系,设地理气象和地质矿物两个专业. 竺先生在哈佛大学师承华德(图 3),毕生致力于气象研

究;在校讲授地理学与气象学,为中国培养了王庸、张其昀、胡焕庸等第二代职业地理学家;并引进芝加哥

大学毕业的黄国璋(师从亨廷顿,人文地理学见长)加盟地学系. 1930 年,东南大学由第四中山大学改名为

中央大学后,地学系分成地理学系和地质学系,胡焕庸作为地理学系主任,又培养了王德基、李旭旦、任美

锷、李春芬等一批中国第三代的地理学人才.
中国地貌学课程教育始于 1924 年,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的袁复礼(师承约翰逊)在北京大学首次开

设“地文学”课程(后改为地形学、地貌学),是我国第四纪地质学、地貌学和新构造学的奠基人之一[22] . 相
对于袁先生毕生侧身于地质学的教育事业而言,同门师弟叶良辅则重在地理学界. 尤其是叶先生到浙大任

教后,致力于地貌学人才的培养,先后指导了严钦尚(与任美鄂合作指导)、丁锡祉、沈玉昌、杨怀仁、施雅

风、蔡钟瑞、陈述彭、陈吉余与李治孝 9 名研究生,他们开宗立派使地貌学人才济济、遍布全国[23] .
其时,国际联盟曾派遣威廉·克勒脱纳( Wilhelm

 

Credner,1892—1948)、沃尔夫冈·卞沙( Wolfgang
 

Panzer,1896—1983)、赫尔曼·冯·费师孟(Hermann
 

von
 

Wissmann,1895—1979)和京特·克勒( Günther
 

Köhler,1901—1958)先后来华任教[24] . 1929 年,留德学者朱家骅(1893—1963)主政中山大学期间,增设地

理系并聘请克勒脱纳来做首任系主任. 克氏师承赫特纳,擅长地貌学研究(后转向经济地理学),1931 年回

国推荐职位由卞沙接替,对我国地理学人才的培养和华南地貌的研究做出了突出贡献[25] . 费思孟是著名

极地探险家、冰川地貌学家埃里希·冯·德里加尔斯基的学生,后者为李希霍芬的得意门生(图 4).
1932—1937 年期间,费氏任教于中央大学地理系,承担地形学、区域地理的讲授和野外实习等教学任务,
为中国培植了第一批地貌学人才[26] . 1936 年,王德基考取洪堡奖学金,翌年随费氏赴德留学深造. 1946
年,来到兰州创建地理系,为西北地理学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李吉均院士作为王先生唯一的研究生,其
科学素养和学术思想均深受导师影响,彰显出深厚的文化底蕴.

—52—



南京师大学报(自然科学版) 第 46 卷第 S1 期(2023 年)

图 4　 德国学派对中国地貌学的影响
Fig. 4　 The

 

influence
 

of
 

the
 

German
 

school
 

on
 

the
 

Chinese
 

geomorphology

3　 计量革命影响下地貌学的研究转向

二十世纪上半叶,戴维斯认为地貌学的任务就是对地表形态进行描述性解释. 地貌学家也缺乏可以量

化的数据、技术和语言,只能利用面积、海拔和地形梯度等参数定性的描述来揭示特定的地貌景观与演化

历史. 戴维斯曾责难德国学派满足于描述性工作,而自认为是他把解释引入进来,这是无依据的. 因为无论

何时,只有当人们对现象进行记述并给予解释时,知识才可能是完全科学的[12] . 同时,“描述”和“解释”之

间常常难以做出精确的区分. 布莱恩(师承格雷戈里) 深受德国学派的影响,在哈佛主要讲授动力地质

学[16] ,以至于戴维斯抱怨:“布莱恩,我认为你应该多讲授成因地貌学,而非描述地貌学. ”
二十世纪中期顺应计量革命的发展潮流,地貌学从定性描述向定量研究转变. 约翰逊的关门弟子斯特

拉勒(Arthur
 

Newell
 

Strahler,1918-2002)从霍顿(Robert
 

Elmer
 

Horton,1875—1945)的遗著[27] 中看到了希

望,进而积极地倡导发展动力地貌学[28] ,即地貌学应该把研究重点放在侵蚀和动力系统之中,地貌过程是

一个趋向于稳定态和具有自我调节的开放系统,重力和分子剪切力作用于地表物质从而造成了风化、侵
蚀、传输和堆积等过程;其终极目标是利用数学模型,结合理性推导和经验分析对可观察数据及其相关的

能量、物质和时间进行研究. 而霍顿[27]的原意旨在为普莱费尔法则的定性观点提供定量依据,为戴维斯的

“正常循环”提供了明确的定量基础,以期创建一个全面的还原论模型,来描述和解释河流景观的发育.
在寻求定量研究的过程中,布莱恩的学生利奥波德(Luna

 

B.
 

Leopold,1915—2006)领导下的河流过程

地貌学逐渐成为学界研究的热点[29] ,进而成就了一段地貌学研究的黄金时代(50—70 年代). 斯特拉勒的

学生乔利(Richard
 

J.
 

Chorley,1927—2002)和舒姆(Stanley
 

A.
 

Schumm,1927—2011)(图 5)非常成功地促

进了研究的变革,使地貌学走向了系统研究[30 31] .
1965 年之后,英美地貌学几乎完全采用了牛顿范式,尽管大部分工作仍然是表面上的描述,但它们向地

球科学家展示了定量、物理方法在理解地表过程中的价值[32] . 但是,地貌学乃至地理学、地质学所涉及的主题

在很大程度上不受数据方法的影响,它们的结论往往不能被精确地证明,而必须依赖于可能性的平衡. 所以,
在某一时期普遍被接受的演绎和推论可能在另一时期被摒弃[5] . 随着板块构造理论范式的推行,研究人员意

识到需要理解侵蚀和沉积在驱动构造过程中的作用,长尺度宏观地貌演化再次成为地貌学的研究主题[33] .
同时,当代精细的观测、海量的数据、高效的数值计算、快速发展的人工智能都可以进行有用的量化地

貌及其多时空尺度上形成过程的研究. 地貌学中心议题的重点正放在过程的物理基础上,而不是放在地点

和时间的细节上,即对普通物理学的关注可以使地貌学进入科学主流[32] . 但不幸的是,目前经典的牛顿力

学仍然是自然地理学作为实证科学范式的物理学和数学基础,而不是相对论或量子力学,其隐含的本体论

是机械唯物主义,与当代物理学所揭示的世界的过程本质不符[34] . 因此,大家理应时刻保持谦虚学习的态

度,作为一个团体与其他学科进行交流合作才能获得应有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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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20 世纪地貌学的主要范式与研究转向
Fig. 5　 The

 

main
 

paradigm
 

and
 

research
 

shift
 

in
 

geomorphology
 

in
 

the
 

20th
 

century

4　 结论

传统文化的特点是提倡理性、重视中心、维系结构、尊重历史,但二十世纪后半叶兴起的后现代主义推

崇边缘、非理性、历史断裂等[35] ,从而对现代文明发展的根基和传统进行全方位的批判性反思,消解主体

性、秩序性与权威性. 如日本学者谷津荣寿[36]曾批评地貌学界的权威主义、英雄主义和偶像崇拜严重阻碍

着科学研究. 或许正是由于过度强调多元性,造成了目前地貌学缺乏公认的中心概念和研究范式,正在远

离地理学,曾经的科学之母———地理学也被孤立在被动的科学边缘[32] .
目前“地貌学”的教学内容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描述性的,与各个科学问题的学科研究前沿严重脱

节. 并且随着分支学科的进一步细化以及各自研究方向的专一化使部分之和远远大于整体,如何构建统一

性的地貌学及维护学科作为一个整体进行建设至少是地貌学教学过程中需要思考的难题. 鉴于理解学科

形成的历史及方式,是解放思想的主要源泉. 本文基于兰州大学地貌学课程的视角对现代地质学、地理学

和地貌学发展历史的简要回顾,对主要学科奠基人之间的学术谱系、文化传承和范式转变进行了梳理. 结
合时代的发展,面对社会变化的巨大需求,显然需要对“地球系统”“地球表面科学”“物理模型”“人类世”
“环境管理”等给予更为广泛的关注. 正如鲁迅所言:“旧瓶可以装新酒,新瓶也可以装旧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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